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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颠覆性创新多元化投入机制的平台支撑体系建设亟待完善，因此需深入研究适用于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的利益分配以及政府补贴机制。其中，公平的利益分配和合理化的激励机制是促使颠覆性技术多元投入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因此，针对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利益分配以及激励机制设计等问题，采取合作-非合作博弈分析颠覆性技术多元投入的各个参与主体行为，引入风险因子探讨不同主体主导下的情况，并进一步研究政府补贴对各主体投入积极性的影响，进而以明晰多元化投入的激励机制方案选择。研究发现：在颠覆性创新多元化投入的过程中会存在创新投入积极性不足的情况，这是由于各主体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由政府牵头时，整个颠覆性技术投入合作较由其他主体主导下的合作收益高；在政府主导下采取政府补贴形式，可以有效激励其他各个颠覆性创新投入主体的积极性。为此，政府要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激励机制，并在参与合作时设定恰当的成本补贴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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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support system for the diversified investment mechanism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China needs to be improved, so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study the benefit distribution and government subsidy mechanism applicable to the diversified investment of disruptive technology. Among them, fair profit distribution and rational incentive mechanism are the key factor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multiple input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Therefore, in view of issues such as benefit distribu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design of diversified input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cooperative and non-cooperative game i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behaviors of various participants in diversified input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nd risk factors are introduced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ifferent actors. Furthermor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the enthusiasm of various actors is studied, and the diversified investment incentive mechanism scheme choice is clarif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sufficient enthusiasm for innovation investment remains in the process of diversified investment in disruptive innovation, resulting from the thoughts of maximizing their own interests. When the government takes the lead, the overall disruptive technology investment cooperation has higher returns than the cooperation led by other entities. Taking the form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various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vestment subjects. To this e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build a diversified investment mechanism, design a reasonable bene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set an appropriate cost subsidy limit when participating i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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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并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要求以颠覆性技术创新等为突破口，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可见，今后颠覆性创新将被摆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将扮演重要角色。由于颠覆性技术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突变性的特点，需要多个主体共同承担颠覆性技术的培育[1]。多元化投入是指以政府资金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科技投入形式，其中多元化投入机制作为资源集聚的有效模式，是重大颠覆性技术培育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多元化投入，能够实现多管齐下、多方开源，拓展投入的新渠道。吸纳企业、政府、社会资本等方面的资金，有助于整合社会创新资源、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多方主体的技术研发资源集聚，可有效强化颠覆性技术培育的主体链接，搭建技术资源共享平台，提升颠覆性技术研发效率[2]。如何激励多方主体的参与成为当前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问题。
纵观当前国内外颠覆性技术多元投入实践，颠覆性创新已成为各国博弈的制高点，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纷纷从国家层面进行超前规划部署。例如，美国积极投资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推出的“电子复兴计划”（Electronics Resurgence Initiative，ERI）来应对后摩尔时代挑战，以需求解决半导体技术的制程瓶颈【表意欠通达】实现技术突破[3]；以色列为提高具有高风险性的颠覆性技术孵化成功率，打造重点支持颠覆性技术的孵化器，提供以政府为主导的“种子基金+风险投资”的直接融资体系[4]；德国积极发展多元创新资源整合模式，建立了颠覆性创新研究资助机构【补充论据支撑文献引注】，进一步整合多元创新资源；我国建立颠覆性技术创新基金，加快推进对于颠覆性技术项目资助[5]，以期使用政策性资金来撬动社会资本涌现和创新资源集聚，通过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双引擎作用，缓解颠覆性技术企业融资难题。
然而，即使我国颠覆性创新投入持续增加，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6]。我国颠覆性技术投入长期以来以政府投入为主，银行等金融机构通常出于规避风险以及对于创新企业不甚了解，往往拒绝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7]。我国的颠覆性创新多元化投入机制还在探索阶段，其平台支撑体系建设亟待完善。因此，亟需深入研究适用于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的利益分配以及政府补贴机制，以完善我国的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建设。有鉴于此，采取博弈论的方法，针对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的利益分配及激励机制问题，讨论了不同主体主导下利益分配与行为决策，并探讨政府主导下采取补贴机制对各主体行为决策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颠覆性技术”的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Christensen[8]提出，是指后发企业起初通过提供简单、易用、低价的产品占领低端市场或开拓新市场，产品的性能起初并不被主流客户看好，但随着性能不断改善，逐渐侵蚀主流市场，对传统主流市场的产品、商业模式以及原有技术范式形成巨大冲击的新技术。颠覆性技术因风险性巨大、投资周期长、投入成本高等属性，政府、外部风险投资、天使资金、金融机构等往往对其支持力度不足，无法有效吸引投资，导致拥有颠覆性技术的企业在发展初期难以聚集资金进行技术研发，来改进技术和产品性能以及渗透低端市场或者开拓新市场，颠覆性技术孵化困难、成长滞缓，难以跨越“死亡之谷”。因此，亟需建立适用于颠覆性创新这类特殊技术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帮助企业发展颠覆性技术，分散技术研发风险，提升技术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
通过回顾当前文献研究发现，现有相关研究聚焦于传统技术创新的多元投入体系建设。在传统创新的多元化投入研究中，国外研究学者Meissner[9]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这一公私合作模式引入科技研发投入中进行研究，指出PPP模式可以加强产学研互动，可以有效缓解技术创新融资困难；Srinivasan[10]以美国联邦政府的科技研发资助模式为例，指出虽然公共政策资金在科技创新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仅靠公共政策资金无法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交出完美答卷，必须辅之以多元的投入手段；Tsedilin[11]探讨了德国与俄罗斯科技金融多元化投入机制异同点，指出俄罗斯的企业参与研发投资不足的突出问题，需要借鉴德国经验进行改革。国内学者韩笑[12]对美、日、德、韩等国家的科技投入现状进行了阐述，总结归纳出国外科技投入具有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向战略化、注重成果转化等特点，指出我国目前科技投入机制在战略、科技投入强度、科技投入渠道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孙玉涛[13]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研发经费投入多元化实践进行总结，并对我国2035年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机制提供了切实的政策建议；俞立平[14]对我国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的演化进行了探讨；王波[15]从政府引导基金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小型科技企业融资新模式，认为政府为主导的财政支持已经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但其也存在缺乏激励性以及补贴过度的情形，需要与风险补偿性贷款和创新基金结合，以有限的财政资金实现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的政策性目标；韩凤芹等[16]对“十四五”期间我国财政科技投入进行趋势性预测，提出政府在多元化投入前期应给予稳定性支持，后期则要更大程度发挥市场作用。
[bookmark: _Hlk137666268]然而，对于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方面的理论研究则少有学者涉及，如曹阳春等[17]对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机制构建思路进行了深入的案例研究，但对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的利益分配以及激励机制的构建缺乏关注；同时，少有学者通过建立博弈模型的方式对多元化投入机制多方主体的行为决策进行深入探讨，但关于颠覆性技术的利益分配问题未得到广泛关注。为此，本研究在借鉴刘娜娜等[18]研究模型基础上，针对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利益分配以及激励机制设计等问题，采取合作-非合作博弈的方法，对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中各主体的行为决策展开系统性研究。
2  模型假设与构建
2.1模型假设
（1）假设颠覆性创新投入主体由政府1、颠覆性创新企业2、社会资本3这三方构成。社会资本对拥有颠覆性技术的企业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进行投资，政府对拥有颠覆性技术的企业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财政投入，企业决定是否对颠覆性技术研发应用进行创新投入。
（2）假设相邻主体合作才是有效率的，可以形成有效的合作，因此排除{1,3}组合，即如果没有颠覆性技术企业参与，社会资本和政府不存在直接的合作，并且单个成员无法构成联盟合作，即令{1}={2}={3}=0，因此，有效的合作集合为Ф=({1,2}，{2,3}，{1,2,3})，即社会资本和颠覆性技术企业合作，政府和颠覆性技术企业合作，社会资本、政府以及颠覆性技术企业协同合作。
（3）假设两个主体的合作盈余为a，3个主体的合作盈余为c，且c>a，即联盟{1,2,3}具有超可加性。
（4）假设a和c为合作的基础值，联盟中的多个主体能够通过积极投入改变整个系统的收益。为了方便分析，假设各个主体的创新投入是相同，均为，从而产生收益为：。其中i=1,2,3；k>0，为创新投入产出系数。
（5）借鉴薛凤等[19]的研究，假设联盟成员主体的参与成本系数相同，则各主体的参与成本为：。其中b>0，为参与成本系数。参与成本函数满足成本递增以及边际成本递增性质，为严格单调递增凸函数，即>0，>0。
（6）假设社会资本、颠覆性技术企业、政府在多元化投入中面对风险的态度是中性的。
2.2 效率模型的构建
在多元化投入合作过程中，社会资本、颠覆性技术企业、政府三方以总的系统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对各自的创新投入进行决策，若此时整体收益达到最优值，则将此模型称为效率模型。在效率模型中，三方主体都追求系统总收益最大化，借鉴刘娜娜等[18]的效率模型，构建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效率模型的目标函数如下：
=        （1）
对于式（1）关于求一阶偏导数，令其为零，求解可以得到各主体的最优创新投入为；进而求出各主体的创新投入收益为，创新投入成本为。则社会资本、颠覆性技术企业、政府形成的总系统收益为。
3  创新投入与利益分配
博弈模型为两阶段博弈：第一阶段采取非合作博弈，每个投入主体选择各自的创新投入；第二阶段采取合作博弈，使用修正风险系数的夏普利（Shapley）值对联盟收益进行公平分配，并应用逆推归纳法求解出各阶段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3.1 收益分配
首先采用考虑风险修正的夏普利值方法对联盟收益进行分配。根据孙蕾等[20]的研究，设博弈的夏普利值为向量，其中代表博弈者i的平均边际贡献，即边际盈利向量的算术平均为：
                  =                              （2）
式（2）中：D为博弈方所有可能合作的排列；，代表在排列为D时博弈方i的边际贡献。
参考陈志鼎等[21]的研究，根据最小核心算法来考虑风险修正：在式（2）的基础上加入风险因子，可以使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加权的风险因素，对加权的风险因素进行归一化处理。其中风险因子为：
                                                    （3）
考虑风险修正的夏普利值为：
                                       （4）
式（3）（4）中：在没有加入风险因子的夏普利值计算时，自动假设所有博弈方所承担的风险是均等的，即均为；是根据“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原则，对传统夏普利值进行的改进，通过进行风险修正使得承担风险更多的局中人享用更多的收益；代表在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中所承担的风险，使得承担风险大的一方分得更多的利益。
赵晓丽等[22]以煤电企业供应链为例证明了加入风险因子计算的Shapley值没有改变总的收益，只是对总利益在各方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通过考虑风险修正的夏普利值计算，根据“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原则分配利益，更加体现公平，在传统夏普利值计算基础上考虑三方合作的风险，引入风险因子，在分析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利益分配时对传统对策利益分配模型进行修正，使得政府、颠覆性企业、社会资本三方合作博弈更具有稳定性。
接下来通过为三方赋予不同的风险权重，考虑政府、颠覆性企业、社会资本分别作为投入主体时计算出各主体创新投入、收益以及系统总利润，对各主体的行为决策进行讨论。
为简化结果，考虑特殊情况来分析不同主体主导下行为决策，参考白晓娟等[23]的研究，结合颠覆性技术的特征，本研究将起主导作用的主体的风险因子设置为；剩余两个参与主体的风险因子设置为：。即：起主导作用的投入主体分摊整个合作项目中一半的风险，其他两个参与主体平均分摊剩余的另一半风险的情况。
3.2 不同主体主导下的创新投入
（1）政府主导下，政府、颠覆性企业、社会资本的风险因子分别为。在实际博弈的过程中，各方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根据，计算出各主体的目标函数如下：
     （5）
分别将各主体的目标函数对求偏导，求偏导数为零，求出各个主体最优的创新投入参与度，进而求出创新投入收益、创新投入成本以及三方颠覆性创新投入协同合作总的系统收益。由表1可知，在政府主导下，由于政府为投入主体，其承担风险更大、收益分配份额更大，此时三方合作总利润达到。
表1  政府主导下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均衡结果
	主体
	修正后的Shapley值
	创新投入
	收益
	成本
	利润

	政府
	
	
	
	
	

	颠覆性技术企业
	
	
	
	
	

	社会资本
	
	
	
	
	




（2）颠覆性技术企业主导下，。同上，根据，计算出各个主体的目标函数如下：
 （6）
同理，求出颠覆性技术企业主导下各个主体最优创新投入、创新投入收益、创新投入成本以及系统收益。如表2所示，企业作为投入主体，其创新投入高于其他主体的投入，投入更多、风险更大，则分配得到的收益更大，此时三方合作总利润达到。
表2  颠覆性技术企业主导下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均衡结果
	主导方
	修正后的Shapley值
	创新投入
	收益
	成本
	利润

	政府
	
	
	
	
	

	颠覆性技术企业
	
	
	
	
	

	社会资本
	
	
	
	
	



（3） 社会资本主导下，政府、颠覆性技术企业、社会资本的风险因子分别为。同上，根据，计算出各个主体的目标函数如下：
          （7）
同理，求出社会资本主导下各个主体最优创新投入、创新投入收益、创新投入成本以及系统收益，如表3所示，此时系统总利润为。
表3  社会资本主导下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均衡结果
	主体
	修正后的Shapley值
	创新投入
	收益
	成本
	利润

	政府
	
	
	
	
	

	颠覆性技术企业
	
	
	
	
	

	社会资本
	
	
	
	
	



与效率模型中各主体的创新投入以及创新投入收益进行对比发现，在实际情况下，无论是社会资本、颠覆性技术企业还是政府为投入主体开展合作，最优创新投入均小于效率模型中的创新投入（），进而利润也达不到效率模型的最优利润，将此现象称为创新投入不足。各主体创新投入不足问题实际上是，因为其创新投入行为给颠覆性创新多元化投入中的其他主体带来了正的外部性，并且外部性越强最优创新投入越低。同时对比了以上3种情况发现，政府主导下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系统的总利润最高，而颠覆性技术企业主导下以及以社会资本主导下多元化投入系统总的利润较低。模型结论也与客观现实相符合，现实中由于颠覆性技术具有风险性高、不确定性强，往往难以获得融资，此时往往需要政府牵头引导各方投资颠覆性技术，帮助颠覆性技术孵化。基于以上分析，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1 在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中，社会资本、颠覆性技术企业、政府三方均存在创新投入不足的情况；整个颠覆性创新多元化投入系统收益是低效的，低于效率模型中的总系统收益；其中政府主导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下系统收益较高，而社会资本或颠覆性技术企业主导下系统收益较低。
[bookmark: _Hlk137656680]4  政府补贴机制对创新行为的激励
企业科技投入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的收益，颠覆性技术有着见效慢、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对于中小型科技企业而言，初期的盈利难以保证，因此企业对于投入颠覆性技术研发的内部经费支持严重不足。实践表明，即便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技术创新依然对政府的财政支持政策有着强烈的诉求[24]。政府补贴能够实现科技投入资源优化再配置，为企业开展具有高风险属性的颠覆性技术研发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与企业内部资源形成互补效应，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25]。目前，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科技型企业主要采用风险补偿贷款、创新基金、政府补贴等多种形式。基于此，本研究将政府补贴引入博弈模型进行讨论。
4.1 政府补贴机制下的博弈结构
鉴于社会资本、颠覆技术企业、政府三方在颠覆性创新多元化投入中均存在创新投入不足，进而使整个系统的总收益达不到最优效果，为了激励各个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在政府主导情况下考虑设计政府补贴机制来缓解创新不足的问题。假设以系统收益最大化为目的，政府分别对社会资本、颠覆性技术企业进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参与成本提供一定比例的补贴，分别为；而政府、社会资本、颠覆性企业对创新投入的策略选择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在原有的博弈模型中增加补贴策略选择阶段，政府选择是否对社会资本、颠覆性技术企业实施补贴机制，此时的博弈结构为：第一阶段，采取非合作博弈，政府选择对社会资本以及颠覆性技术企业的创新投入成本补贴进行策略选择；第二阶段，采取非合作博弈，各主体同时选择各自的创新投入行为决策；第三阶段，要采取合作博弈，根据考虑风险修正的夏普利值对投入主体协同合作的收益按照所承担的风险进行合理分配。
4.2 政府补贴下的创新投入
根据定义【指代不明，表意不清】，可以得到各个主体的目标函数为： （8） 
分别将上述目标函数对创新投入求偏导，并令偏导数为零，解出各主体的创新投入函数如表4所示。其中，系统利润目标函数为： 
                 （9）
将各主体的创新投入函数代入式（9），计算出的政府补贴、以及成本函数，化简得：
  （10）
分别对政府补贴求偏导，令其为零，解得=，=，并求出创新投入、收益、成本以及总利润、利润增加值等，具体如表4所示。可见，三者的创新投入均达到系统最优（====）；并且将进行补贴下各主体的利润与没有进行补贴下各主体利润进行比较发现，政府利润部分下降，颠覆性技术企业、社会资本的利润得到明显的提升，从而总的系统利润增加。说明通过政府对颠覆性技术企业和社会资本进行成本补贴，政府损失小部分利润能够使各方创新投入到达系统最优，并且使系统的总利润得到提高，有效激励了各方创新投入积极性，从而有效解决了颠覆性技术多元化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2 在政府主导下展开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当政府对颠覆性技术企业、社会资本分别进行成本补贴，三方的创新投入均得到提升，并且达到系统最优水平，使得系统总利润得到提升。其中，政府利润相较于进行补贴前有部分下降，但颠覆性技术企业、社会资本的利润得到明显提升。政府通过补贴的形式，虽然损失了自身一部分利润，但是促进了其他各方主体的创新投入积极性，从而提高了系统总利润，表明政府补贴激励机制能够大大提高各主体对颠覆性技术投入的积极性。
表4  政府主导并提供成本补贴时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均衡结果
	主体
	补贴下的创新投入函数
	创新投入
	收益
	成本
	利润
	利润增加值

	政府
	
	
	
	
	
	

	颠覆性技术企业
	
	
	
	
	
	

	社会资本
	
	
	
	
	
	

	总计
	
	
	
	
	c+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对政府主导、颠覆性技术企业主导、社会资本主导3种情况下，各主体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投入行为决策进行讨论，同时探讨了政府补贴这一无偿性资金注入对于颠覆性技术投入主体参与积极性的激励作用，得到以下结论：
（1）在整个颠覆性创新多元化投入的过程中，各主体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会存在创新投入积极性不足的情况，此时就需要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激发多元化投入主体的创新投入积极性。
（2）由政府牵头，联合社会资本、颠覆性技术企业时，整个颠覆性技术投入合作较由其他主体主导下的合作收益高。此外，在政府主导下采取政府补贴形式可以有效激励其他各颠覆性创新投入主体的投入积极性，相较于补贴前政府只是损失了部分利益，这样做不仅能提高被补贴主体的创新投入，还能提高整个系统的总收益，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保持各主体长期的合作关系，说明在政府主导下采取补贴机制能够有效缓解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
5.2 管理启示
基于以上结论，对于政府主导下引导各方参与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提出以下管理启示：
（1）政府构建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机制，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激励机制尤为重要。在多方合作过程中，利益分配成为合作能否顺利开展的掣肘。政府在牵头构建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中，在利益分配方面应该更加强调“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政府实施成本补贴参与合作，可以有效提高其他各方创新投入的积极性，从而更高效地推动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研发与市场转化进程目标的活动过程。实施成本补贴的同时应当设定适当的补贴额度，补贴过度会使企业对补贴产生依赖，一定程度妨碍市场作用的发挥，因而借助风险补偿贷款和创新基金能够以有限财政资金实现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的政策性目标，分散科技型中小企业借贷风险，从而有效支持和引导颠覆性技术企业发展。
（2）需要进一步加强颠覆性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强创新平台建设。降低创新创业成本：设立专项资金，引导和鼓励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对颠覆性技术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给予补助。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设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机制的过程中，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切实尊重与激发市场各类创新主体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活力与潜能，通过政策基金、信用担保等形式，进一步保障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金融市场发展。鼓励银行、金融机构、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加大对颠覆性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向相关的企业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和风险补偿，从而为颠覆性技术多元化投入的顺利展开保驾护航。
（3）建立吸引机制强化社会资本涌入颠覆性技术研发中，则需要政府创新战略的积极引导，通过设置相关的风险保障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激励氛围。如针对颠覆性技术失败项目，给予各个投资者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表意不明！已知必失败但给补偿？】，以此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到颠覆性技术项目投入中来，建立良好的失败容忍氛围，给予科研工作者更多的积极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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